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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研究

毛泽东新人思想理论依据考释①

孟永
（西南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儒家新民理念旨在培养圣贤，以臻治世，理论依据是天人合一，终极依据是“天”。近代新民思潮旨在培养
新国民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以救亡，理论依据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民”以“国”为暂时归依之处。毛泽东新人思想以历史

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依据，旨在通过劳动和社会运动等方式来发展人本身。与两者相比，毛泽东新人思想既

不再以成圣为目标，亦不再以国家为归宿，而是要使新人在人类的意义上成为人之存在意义的自我承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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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之说源出《大学》，朱熹将此篇置于四书之首，以为学者入门之篇，此后新民理念广为流布。近

代新民之说，严复首揭之义，略陈其旨，戊戌后梁启超详加论证，广而宣之，使之成为一股强有力的救亡

思潮。毛泽东自涉政伊始，改造国民、塑造新人之旨便自确立，一以贯之，至晚年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而

一般认为，毛泽东新人思想是儒家新民理念之现代形态，亦是近代新民思潮之赓续。就内容而言，三者

确有共通之处，如三者均强调新民或新人之德性品质①。但看似相似之物，却有本质差异，从各自理论

依据视角考察，三者则差异甚大。

①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７－１５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ＳＷＵ１４０９３２８）
作者简介：孟永（１９８０－），男，山东济阳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及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研究。
有学者指出：“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欲从国民精神面貌的重塑以及个人道德的修养上来寻求解决救亡图存的问题，这与藉道德

人心以治理国家的儒家思想模式一脉相承，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强大惯性。”郭汉民，袁洪亮．近代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潮简论［Ｊ］．
广东社会科学，２０００（６）：９４．“马克思列宁主义新人思想是毛泽东新人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和思想基础，同时毛泽东新人思想还从中国
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吸取了营养”。另外，近代中国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对毛泽东新人思想的形成也产生了

重要的影响。桑春红．毛泽东新人思想研究［Ｍ］．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２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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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儒家新民理念与天人合一
新民之说源出《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１］１５９２朱熹置此篇于四

书之首，并取程颐之意将“亲民”释为“新民”。于是，在朱熹的整体性阐释下，“在亲民”成为自身知识

水平和修养境界已经很高的人对那些暂时还落后之人的一种指引和教化。后由朱熹章句的《四书五

经》成为官方教科书后，新民理念广为流布。

朱熹新民理念之内涵，可谓良知天赋，教化澄明。良知天赋是指人自有得乎天之“明德”。朱熹说：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教化澄明是指人的先天之性虽然相同，但“气质之禀”却存在差异，有些人的

天赋“明德”“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即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全知其性并尽其性；然而“本

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因此，那些能充分实现自己天性的聪明睿智之人就有义务作“亿兆之君师”，

“治而教之，以复其性。”［２］２朱熹说：“我既是明得个明德，见他人为气禀物欲所昏，自家岂不侧然欲有以

新之，使之亦如我挑剔揩磨，以革其向来气禀物欲之昏而复其得之于天者。此便是‘新民’。”［３］２７１在孟

子章句中，朱熹同样训“良”为“本然之善”，并援引程颐观点为证：“良知良能，皆无所由；乃出于天，不系

于人。”［２］３３１

由此可知，朱熹新民之“新”是通过自我修养或者教化他人以去掉被污染的外层而回归原来的纯然

本体。因而，可以说所“新”之物非自外面而来，只是澄明本有而已。朱熹在《大学或问》中明言：“所谓

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己而当明，与其在民而当新者，则又皆非人力之所为，而吾

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为也。是其所以得之于天而见于日用之间者，固已莫不各有本

然一定之则。”［４］４－５因此，“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

之污也。”［２］４进而言之，此处所谓“新”不是一个与“旧”彻底分离的概念，而是一个与之相对待的概念，

是一种物体的两种表现形态，而“旧”本身恰恰又成为之所以需要“新”的原因。可见，两者是一个同心

圆的不同外环，是程度之别，“旧”之于“新”并不完全是一个他者的存在，不完全是一个本质性的价值优

劣之别。之所以如此即在于朱熹视人心内在至善之“明德”得之于天，或说朱熹新民理念之理论依据即

是中国天人合一思想。

追根溯源，天人合一思想在《周易》“文言”中既已出现。乾卦“文言”对“大人”之定义即是其体现。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

天时。”［５］４４“大人”即世间诸人修为的理想目标，其认为个人应该卓然立于天地间，无止境地追求自我实

现，达至参赞天地化育之境界。孔子所言体现其“仁”之“君子”即是此处之“大人”。但孔子之“仁”主

要立足于日常生活之现实实践，基本上不主动涉及形而上的内容。如自贡有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

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６］４５但孔子也说“唯天为大”［６］８２，“天”亦被其视为自然而然

的价值源头，“君子”即是其心目中天人合一的典型。如果说孔子立足于现实实践层面提出了“仁”的概

念，那么，孟子则进一步挖掘其人性根基，将“性”与“天”明确关联在一起。在孟子看来，人性本善，“人

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７］２５４仁义礼智本人所固有之物，“非由外铄我也，

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７］２５９人之善性乃天之所与，本来即有。因此，孟子说：“知其性，则知天矣。存

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７］３０１可见，天与性内在关联，天乃人得以“复其性”之终极依据①。

如何解释“在亲民”，朱熹和王阳明有分歧。如果说朱熹是从教育家的角度来解读，王阳明则是站

在政治家的立场来解读。王阳明认为，“亲民”即是《孟子》中“亲亲仁民”之意，“‘亲之’即‘仁之’也。

‘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８］２换言之，“明德”是内在本体，“亲民”是外在行为，是

实行善政，不是直接去教化他人。但王阳明通过亲民仁政亦得以感化民众，提升民众素质。此又与朱熹

９

①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一般观念中，中国文化中的“天”不是一个人格神，它与我们所生存于其中的人世间并不处于同一个层面上，

它属于另一个世界。然而，“天”的超越性通过人之“性”为中介而为人所识，获得力量与价值。“天”与“人”是一体的，“天”在人心中，

不能分离，看你能否悟得。由此，人生也就有了终极依据，有了价值之源。因此，论者多称中国传统文化的超越性为内在超越。如汤一

介认为，“儒家思想中的‘超越性’并非是不与世事，并非外在于世间的，而是超世间又即世间的。”汤一介．儒释道与内在超越问题［Ｍ］．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３．或又如余英时所说，西方的超越世界外在于人，与现实世界泾渭分明，但“中国的两个世界则是互相交
涉，离中有合、合中有离的”。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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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之义有共同处。但无论是“新民”还是“亲民”，其理论依据则同为天人合一。王阳明说：“灵昭之在

人心，亘万古而无不同，无或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这虚灵不昧之“明德”有时被人之物欲所遮蔽，所

以要通过修养祛除物欲之蔽，“以全其本体之明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８］２７９　因此，就新民之路径而

言，一则施以直接教化，一则通过仁政感化，二者有别；但就理论根基与行为目的而言则二者归一，即都

是以天人合一思想为依据，又都以提升民众素质为归宿。

简而言之，儒家新民主旨在于培养圣贤，以臻治世。理论依据是天人合一，终极依据是天。

二　近代新民思潮与社会达尔文主义
近代新民思潮影响深远，以至被视作中国２０世纪新思想的起点。作为一种学说，其始于严复，而作

为一种思潮则始于梁启超。

近代新民思潮旨在救亡，通过灌输西方作为现代国民应具有的一些新思想、新道德以使民众成为现

代民族国家之公民，形成能够促进群体凝聚力的新价值观。严复《原强》一文明确提出中国要自强，必

须标本兼治。“标”即“收大权、练军实”，“本”即“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即新民。在他

看来，如果中国民众的现代知识越来越丰富，体质越来越强健，精神状态越来越奋发向上，而现代民族意

识就会越来越强烈，就会越来越团结，“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９］１４后在《原强修改稿》中明言，

今日中国要自强，便需“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９］２７。但新民救亡路径真正引起广泛注意却是在梁

启超发表《新民说》系列文章之后。在梁启超看来，要建立现代国家，必须培养现代国民。“苟有新民，

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

见其能济也。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１０］２当下民族

国家盛行之际，民弱则国弱，民强则国强，因此，即需与强国相较，查找本国薄弱之处弥补之。故自“公

德”“国家思想”以迄“进取冒险”“权利思想”等皆为现代国民所应有之品质。所以梁启超明言“论公

德”“以后各子目，殆皆可以利群二字为纲一以贯之者也。”［１０］１５－１６

虽然梁启超明言《新民丛报》“取《大学》新民之义”［１１］，但近代新民思潮之理论依据却是社会达尔

文主义。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之要旨，人类社会也必然遵循生物进化的基本原则，存在生存竞争，优胜

劣汰；而作为进化主体的社会整体之素质又往往取决于个体的素质，“国弱”与“民愚”之间存在着内在

关联，因而个体素质的提升成为推动国家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基于此，为赢得生存而竞争，则需

新民。严复在《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中说：“国拓都也，民么匿也。社会之变象无穷，而一一基于小己

之品质。”［１２］梁启超说：“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

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民愚陋、怯弱、涣散、浑浊，而国犹能立者。

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１０］１竞争已成

进步之源，非图自强，则不足以自立，以致梁启超感叹：“此义一明，于是人人不敢不自勉为强者为优者，

然后可以立于此物竞天择之界。无论为一人为一国家，皆向此鹄以进。此近世民族帝国主义所由起也。

此主义今始萌芽，他日且将磅礴充塞于本世纪而未有已也。虽谓达尔文以前为一天地，达尔文以后为一

天地可也。”［１３］１１４

可见，近代新民思潮目的论色彩异常明显，即新民以救亡实现民族独立。新民实重在人之工具性，

而非人本身①。进而言之，近代新民思潮的一个意识前提是严梁已明确认识到在中国文化之外有一个

０１

① 梁启超并非涉政伊始即倾心于新民，而是前后有一个转变。而从这一转变中我们亦可看出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工具性特征。戊

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一直比较悲观，以致“去岁以来，先生为文时常自署名为哀时客”。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Ｍ］．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１９４．１９０２年１１月，梁启超写了《三十自述》，抒发了自己若干感慨。他说，在日本蛰居又一年多，自己想做的事一件
也没做成。“惟日日为文字之奴隶，空言喋喋，无补时艰。”自觉惭愧。但“自审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舍此更无术可以尽国民责任

于万一。兹事虽小，亦安得已。”原打算写一部中国通史以激发中国人的爱国思想，但未完成。倒是对于其所创办的《新民丛报》和《新小

说》，梁启超抱着聊胜于无的希望，“冀以为中国国民遒铎之一助”。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Ｍ］．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８９：１９．
由此可推断，正是梁启超经戊戌变法和自立军起事失败后已深深感觉到自己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动作了。但国家危亡

在即，自己又不能无所事事，因此，不得已还是再操起笔，做宣传工作。其中透露着无奈之感。因此，从诞生过程来看，梁启超新民思想

显然是以救亡图存为目的，是一种救亡方式替代另一种救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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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存在，这个迥异于自身的他者因为是强大的所以是先进的。因而所谓“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不过

是在自身原有之物中探求与他者相近之物，“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则是直接注入他者所以自强之道。

如研究者所言，“纵观《新民说》，‘采补其所本无’比比皆是，‘淬厉其所本有’则极为罕见，其理想的天

平明显地偏向了西方思想一边。不管是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世界观，还是他的国家思想、公德意识、冒

险精神以及自治、自尊、自由权利思想，无不源自西学。”［１４］虽然后来梁启超重提“私德”，但与其说“他

的人格理念与儒学传统有某种连续性”［１５］４０７，倒不如说，他意识到“私德”也是一个现代国民所不可或缺

的。而且，其提倡私德也是为纠正某些所谓“革命者”无原则的破坏主义，而这与现代国民也是背道而

驰的。因此可以说，梁之新民说对西方思想的汲取基本压倒了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继承。严梁之新民内

含着新与旧的截然对立，不再是一个统一体的不同外观，而在这一截然对立中隐含着价值优劣之评判。

如张灏先生所言：“梁在他的《新民说》中提出了一套新的人格理想和社会价值观，固然，这其中不可避

免地仍伴随着某些儒家思想成分，但梁对新民的阐释与《大学》中的新民概念相比，革新更为突出。并

且，革新的一面是如此重要，以致需要用‘新的公民’这一新的概念来表达‘新民’一词的含义。”［１６］１０２

简而言之，近代新民思潮旨在以培养新国民为救亡方式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依据是社会达尔

文主义，“民”之暂时归依之处为“国”。

三　毛泽东新人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
毛泽东早年就存在改造国民性，塑造新国民思想。其思想既受近代新民思潮的直接影响，又有儒家

新民理念的深刻烙印。毛泽东１９１０年下半年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到了《新民丛报》，他说“读了又读，
直到可以背出来”［１７］２１。现存毛泽东首篇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主旨即批判国民性。他慨叹商鞅推行

法律还要徙木立信，足见“国民之愚”［１８］２。在《致黎锦熙信》中，又痛批国民性之卑劣，认为“国人积弊

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非下大力气整治不可［１８］８４。后开办夜学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

材”［１８］９６。后来又参与组织新民学会，改造自身，解决如何使“自己生活向上”的问题，“作成一种奋斗的

和向上的人生观”［１９］２。此时毛泽东自信塑造新国民之可行，即在于认同儒家天人合一观念。在他看

来，“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

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

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１８］８５－８６其进而按与“大本大源”之关系将人分作三类：圣人（“既得

大本者”）、贤人（“略得大本者”）和愚人（“不得大本者”）。圣贤君子要帮助小人，“开其智而蓄其德，

与之共跻于圣域。”［１８］８７－８９这与儒家所述既“明明德”者推己及人，教化尚未“明明德”者如出一辙。

在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其塑造新人之理论依据转变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

义①。毛泽东阅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做了不少批注。在第二章“当作认识论看的辩证法”中，原文

有这么一句话：“辩证法教给我们，不但客观的现实是发展的，并且认识也是发展的。”毛泽东在下面划

了一条直线两条曲线，并作了意思相同的批注：“客观世界是发展的，主观认识也是发展的。”［２０］１４在紧

接着第二段列宁的话下面毛泽东划了横线：“应当理解变化了的现实怎样使人们认识新的矛盾，新的联

结。”并在一旁写道：“七月革命以后，客观形势发展了，主观认识也应跟着发展。”［２０］１４－１５在原文下一段

又有一句强调客观之于主观的决定作用的话，毛泽东还是如同前面一样划了一条直线两条曲线：“现实

变化着、发展着。我们关于现实的认识，也随着现实一同变化。”后面几段中这类强调要根据变化了的

现实改变认识的语句，还有很多，几乎在每一处这样的地方毛泽东都重重地划线、做批注，而且批注几乎

都是复述原句意思。可见此时，毛泽东对这些话应该是颇有感触。在“认识主体在社会的实践过程中

起变化”一节中，原文写道：“马克思指示了……不只认识客体，并且认识主体，也在社会的实践过程中

１１

① 这当然并不是说，儒家新民理念和近代新民思潮在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对其已毫无影响。很难说，一个人思想的转

变即是对以前思想的完全抛弃。对于这种思想现象，或可如此表述：即转变之前的某种思想因为被其转变之后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所

涵盖，前者便化为一些破碎的因子散落在其意识中。这些破碎的思想因子有时会冒出来强化转变之后的思想中与其相合的部分，或者

会提供一些具体的实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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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变化。人类作用于外部自然，一面变革它，同时又变革自己的性质。”特别是在这后面一句上毛泽东

也是划了一条直线两条曲线，并做批注：“改变世界，同时又改变自己。”［２０］１７在《续通鉴纪事本末·贾似

道误国》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蔡抗奏对“言正心事。帝曰：‘纪纲万化，实出于心。’”毛泽东很简洁鲜明地

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否，实出于物。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２１］３１７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

人当然需要跟着变化的情况不断地变化。因而，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革命斗争自然包含两重任务：“改

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

关系。”［２２］５１－５３

在读《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第三章“辩证法唯物论”第五节“社会的实践为认识底标度”时，

毛泽东也做了不少批注。总的来看，那些被重重划线的地方和写有批注的地方，一是突出人的社会性，

二是强调实践第一的观点。原文写道：“认识物质的现实的，不是与社会相隔绝的个人，而是跟社会相

联系并且依靠社会的社会人。人底本质是具有社会性的。每一个别的人底生活，完全为社会生活所决

定，为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社会集团间的争斗所决定，为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社会集团间的争斗所决

定；每个人的生活总跟某一社会阶级底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个别的人是社会的实体，所以他底生活底任

何表现，从实践活动起到理论活动止，归根结底都是社会生活之特殊的表现。”在这里，毛泽东只在一旁

写了“人的社会性”五个字［２０］１４４。但从其划线中可以判断，这些话对他有所触动。在后面关于人的感

觉、思想与社会的关系的论述中，他倒是写了一段意义与原文一样的话：“感觉和思想是社会生活的产

物。社会生活变化，感觉和思想也变化。”［２０］１４５在１９４３年毛泽东在刘少奇给续范亭的复信上所做的批
语中，毛泽东对人之社会性的阐释比以上所引文字更加彻底。关于人的基本特性问题，毛泽东说，人是

一种什么动物，历史没有解决，直到马克思才回答了这个问题。“即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

会性”。人猿揖别后，“一切都是社会的，体质、聪明、本能一概是社会的”；不仅如此，“人的一切遗传都

是社会的，是在几十万年社会生产的结果。”［２３］８３他将善恶历史化，将真理阶级化，不同意刘少奇对人性

作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划分。他说，是非善恶是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的，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真理观，不

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２３］８４在此，善恶本身

已不具有彻底的独立性。善恶只是一种意识，这种意识尽管有其独立性，但始终是第二位的，是能够改

变的。因此，毛泽东关于人的社会性是人的唯一特性的观念，更使其坚定地认为人是可以塑造的，也是

必须加以改造的。可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内在地包含着塑造新人的要求，而且这种塑造是

一种以所有人为对象的、不间断的行为。

简而言之，毛泽东新人思想旨在通过劳动和社会运动等方式来发展人本身，理论依据是历史唯物主

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四　价值之源转向人自身
从理论依据的视角来比较儒家新民理念、近代新民思潮和毛泽东新人思想，我们可以发现，三者确

实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或许即是传统与现代在形而上领域的核心差异。

孔子谈“仁”，是提供人之行为准则，孟子谈“性”，是为“仁”之推行奠定人性根基，朱熹谈“理”则是

要为“性”建构一个客观性的带有终极性的形而上依据。儒家新民理念以天人合一为理论依据，“以复

其性”，正是使人回归某种“天”已然给与的东西，是恢复到一种自然素质，修身和教化只是达到复其初

始的一种手段。儒家新民理念尽管推崇圣人之教化亦拯救世人，但拯救之可能性实际上早已内在于人

本身。如果说儒家新民理念之终极依据是永恒不变之“天”，是一种道德绝对主义，那么，近代新民思潮

则是一种道德相对主义，新民之具体内涵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

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进化论引入到社会历史领域，以优胜劣汰解读人类社会历史现象，使得人类社会

的发展成为一种与价值无涉和非道德化的过程，因而，强权即公理，胜利即正义。这种完全世俗化的世

界观以力为中心，内含着对人力最终能够完全支配世界的极端信仰，因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具有浓厚的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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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色彩，万物存在之价值只在于为未来之实现而奉献自身。梁启超之所以视国家为“最高之团

体”，只是因为它与此一阶段之进步性联系在一起，即只有“合群”组成现代民族国家参与竞争才能赢得

生存。因而，“国家”也是出于某一历史阶段之物，并非一种自足的、独立的永恒之物。这种工具理性不

可避免地带来一种后果，即人类心性秩序进而社会秩序之超越性的瓦解，人类存在之价值之源寓于历史

进程之中。进而言之，近代新民思潮作为一种救亡路径实质上业已涉及价值观的转型和变迁。在进化

即进步的观念下，自新之民与被新之民的内涵是开放的，是无限的，是向上提升的。当下状态都只不过

是暂时的，是走向未来的一个点或阶段而已，终极之物作为价值之源这一现象彻底消解。

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那里，进化即进步观念早已沉淀为一种底色。一个被预设为终点

的未来赋予历史过程以确定性，未来成为时间的中心，过去与现在只能从未来获得自身的价值与意义，

人成为一个需要不间断地接受塑造的过程。另外，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不仅表明人是可以

被塑造的，而其潜在的一层含义则是现代之人已无自性。人之本性是可以被生产制造的，是生成的而非

先定的。因为这一原理表明，人的最大差异不在人本身，而在人所处的物质生产环境和历史境遇。因

而，内含着进化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带来的是存在者自性的消解。但新人一体两面，既是自性消解、万

物虚无的表征，又是寻求意义、重建价值之源的努力，人本身要成为价值之源的自我承担者。就此而言，

毛泽东新人思想是一个现代性事件。

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同的是，在这一理论体系中，人类社会亦如同动物界一样凭本能去应对自然选

择这一观念也受到了质疑和挑战。也就是说，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力在哪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

展与自然进程有本质区别。自然界之发展动力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而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

的，则是具有意识、并追求着明确目的的人。因此，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生物进化规

律，而是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决定人类社会性质及其更替的是一定社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

说得具体些，即劳动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并推动其不断前进。可以说，劳动已成为现代人回归并进入

自然的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塑造新人正是通过劳动回归生命的始基，寻找生命的意义。因而，毛泽东极

端重视（体力）劳动，强调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此其一。

其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理论体系是以人类社会和宇宙整体为参照的，因此，毛泽

东所要塑造的新人已绝不仅仅是国家中的一个“民”，而主要是人类中的一个“人”［２４］２４２。人类的先祖

早已直觉到人之生存应得到一种绝对永恒之物的支撑和保护，并在自己创造的神话中得到了形而上的

慰藉。脱离神话之后的哲学探索尽管追问的是一个事实问题———万物的始基究竟是什么，但这一追问

却隐含着一个价值预设，即人类所生活于其中的宇宙应当具有绝对永恒的始基。因为人只有坚信宇宙

具有绝对永恒的始基，生存才有本源，生活之真善美才有终极依据。而这一绝对永恒的生存根基，又不

会存在于有限、易逝的个体生命之中。雅斯贝斯说：“当需要说明人的理性、自由、道德能力等这些使人

的存在与其他存在物区分开来的价值、意义究竟源于何处时，以往的哲学都从人的存在本身脱离出去，

另外寻找一个能够给出人的存在之价值与意义的绝对者，从而把人的存在当作由这个绝对者所安排出

来的一个特殊事例。这个特殊事例由此便在绝对者中得到安身立命之根。”［２５］３而现代新人思想则是要

突破个体的边界，让现实生命全面发展，以使其成为其存在价值的自我承担者。由此，在人类的层面上，

人与人之间的裂痕逐渐弥合，向统一迈进，这种一体感引导着人向大自然复归。而所谓向大自然复归实

为回归始基，一种生命本源。因此，毛泽东新人思想并不是像儒家新民理念那样去恢复人的完美性问

题，而是要在根底处去克服现代人生存的虚无化问题，换句话说，新人既不再以成圣为目标，亦不再以国

家为归宿，而是在人类的意义上成为人之生命存在意义的自我承担者。

五　结　语
“每个人各奔前程，但却在同一林中。常常看来仿佛彼此相类。然而只是看起来仿佛而已。”儒家

新民理念是要塑造圣人，理论依据是天人合一，终极依据即绝对者是“天”。近代新民思潮以社会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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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主义为理论依据，以“国家”为暂时归依之处，“民”成为一种功利性存在。如果说前者是一种还原，后

者则是一种进化；还原有归依之处，进化却没有终极状态。毛泽东新人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

主义为理论依据，以打破个体化为基本原则，力求复归生命始基，让人自身成为存在本身价值之源的自

我承担者，而不再脱离人的存在本身另外寻找一个能够给出人的存在之价值与意义的绝对者。这或许

是传统与现代在形而上领域的本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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